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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C类佛像八凤镜

1.浙江安吉梅溪出土镜 2. 湖北鄂州供电大楼出土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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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变形八凤镜

1.江西南昌东湖区外正街1号东晋墓出土镜 2.湖北鄂州麻家垴南坡M2220出土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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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需参考无佛像纹饰八凤镜进行年代判定。

梳理出土资料可知，简化变形的八凤镜多见

于东晋墓中，如江西南昌东湖区外正街1号

东晋墓出土八凤镜，省略了连弧纹，8只凤鸟

也仅存4只（图五，1）[18]。又如湖北鄂州西山

麻家垴南坡东晋墓M2220出土八凤镜，除四

叶纹及外缘连弧的线条外几乎没有其他纹

样[10]（图五，2），表明东晋时期八凤镜的制作

进入衰落期。由于铜镜的制作时间早于埋葬

时间，故该类变形佛像八凤镜的制作及使用

年代可以推定为3世纪末4世纪初。

综上，A类佛像八凤镜出现最早，可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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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佛像八凤镜上的佛教图案

1.坐佛三尊像（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藏镜） 2.坐佛单尊像（湖北鄂州M4037∶1）

3.思惟像（湖北鄂州M4037∶1） 4—6.天人像（湖北鄂州M4009∶1、德国柏林国立博物馆

藏镜、浙江武义吴墓出土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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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至3世纪前期，但数量极少，在四叶纹内使

用一坐佛二胁侍，连弧内使用天人。B类佛

像八凤镜流行于3世纪中后期，数量较多，是

佛像八凤镜中的主流，除使用A类镜的佛像

纹饰外，在四叶纹中新出现坐于双兽莲花座

的单尊坐佛、半跏思惟像及双天人像，外缘纹

饰带中也开始出现天人形象。3世纪末4世

纪初流行的C类佛像八凤镜，是八凤镜发展

的末期，佛像纹饰随着该镜种的衰落而逐渐

消亡。

二、佛教图案的造型与题材

根据造型，八凤镜所饰佛教图案可分为

坐佛、天人和思惟像三类，均仅有剪影，不表

现五官、手势、衣纹等具体细节。坐佛有两侧

有二胁侍天人的三尊像（图六，1）和坐于双兽

莲花座上的单尊像（图六，2）两种造型。天人

头部近于佛像，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身躯较

直，似为正面像，多成对使用，也见少量单独

使用者；一种身躯弯曲呈U形，作飞行状，均

为独立出现（图六，4—6）。思惟像均为半跏

趺坐，一侧有撑伞人物，另一侧有跪拜人物

（图六，3）。

从时间上看，最早出现的图案是坐佛和

天人。其中，坐佛首先出现于A类镜上，为佛

坐于莲花座上、两侧有胁侍天人的三尊像，B

类镜沿用了这种造型，并出现了坐于双兽莲

花座上的单尊像，C类镜中则不再出现坐佛。

值得注意的是，坐佛的两种造型均出现了莲

花座，而这种佛座并非3世纪时印度佛教图

像中的主流纹饰。3世纪是印度佛教艺术最

为繁盛的时期，犍陀罗与秣菟罗既是佛像的

起源地，亦是佛教艺术中心。相较而言，莲花

座基本不见于秣菟罗地区，在3世纪初的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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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罗雕刻中则偶有出现，主要见于弥勒菩萨、

以一佛二菩萨为中心或以“舍卫城的神变”为

主题的雕刻中，因无法确认佛像八凤镜中是

否出现菩萨像，故莲花座的题材应从“舍卫城

的神变”主题雕刻中探寻源头。“舍卫城的神

变”见于《贤愚经》《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

事》等经典，讲述了释迦在舍卫城通过展现一

系列奇迹来降伏外道的故事。在故事中，佛

坐于莲花上展现神力，无数的化佛在莲花上

显现，佛身或发出火光，或降雨，或放光[19]。

该主题常见两种图像，一

种为佛肩上发出火焰，脚

下延伸出水波，被推定为

双神变；一种为从佛肩伸

展出无数化佛，被推定为

千佛化现[20]（图七，1）。此

外，有一种以施转法轮印

坐佛为中心的大型说法图

也常使用莲花座。这种说

法图结构复杂，登场人物

较多，除围绕在佛四周赞

叹供养的人物外，还常出

现思惟像、交脚像及神变

像等形象（图七，2）。虽然

其所表达的内容在学界存

在较大争议，如高田修认

为其是经变图的前身[21]，

宫治昭则将其与《法华经》

序品中释迦牟尼放出大光

明的神变进行比对[22]等，

但其主题为在说法中显现

佛的神迹却是明确无疑

的。无论是“舍卫城的神

变”雕刻还是说法图，均是

以表现佛的神通广大为核

心，由此可知，八凤镜使用

的带莲花座的坐佛纹饰很

有可能是源于犍陀罗地区以展现佛神通广大

为主题的图像。

双兽莲花座于3世纪中期出现于佛像八

凤镜中，表现为在莲花座两侧各伸出一脖颈

细长的兽首（图六，2）。这一时期动物造型的

台座主要有印度的狮子座，一般表现为在佛

身下台座的两侧有二狮子，并未与莲花座相

结合（图七，3）。从形态上看，莲座两侧带有

细长脖颈的双兽与西王母龙虎座两侧的龙虎

形象较为接近，应是在魏晋时期神仙像的影

图七 3世纪印度犍陀罗地区石刻

1. 巴基斯坦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白沙瓦博物馆藏“千佛化现”石刻

2. 巴基斯坦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Mohhamed-Nari出土“说法图”石刻

3. 巴基斯坦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Sahri-Bahlol出土释迦佛石造像

4. 巴基斯坦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Mohhamed-Nari出土“思惟太子与礼拜者”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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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下创作出的佛座造型。

天人自3世纪前期开始在佛像八凤镜中

出现，并一直流行至该镜种消亡。虽然身体

姿态不同，但天人均表现出上举的双臂和飘

扬的帔帛，其底本明显为印度佛教图像中的

天人形象。然而，与印度佛教图像中出现的

手持花、伞盖等物，围绕于佛身四周的供养天

人不同，佛像八凤镜中的天人造型多独立存

在，且头部的表现方式与佛像相近，有肉髻和

头光，应是工匠在吸收印度天人形象的基础

上进行了创新，以便将佛教图像与当时流行

的神仙像、羽人像区别开来。

思惟像见于B、C类佛像八凤镜，自3世

纪中期出现，一直流行至该镜种消亡。思惟

像的起源地为印度犍陀罗地区[23]，该地区出

土雕刻中有一类太子于树下思惟，身后有举

伞的侍者，身前有或立或跪的礼拜人物的图

像（图七，4），与八凤镜中的思惟像极为相近，

宫治昭根据《佛本行集经》等经典，将其推定

为净饭王礼拜太子的场面[22]。该场景同样见

于三国吴时期支谦翻译的《佛说太子瑞应本

起经》：“王因自到田上，遥见太子坐于树下，

日光赫烈，树为曲枝，随阴其躯。王悚然悟

惊，乃知其神。不识下马，为作礼时。”[24]佛像

八凤镜的思惟像很有可能是以这种思惟太子

像为底本创作的。

综上，八凤镜佛教图案应是制镜工匠以

3世纪印度犍陀罗地区表现佛神通广大的图

像及佛传故事图为底本创作出来的，并将其

与当时社会流行的神仙像进行了区分，以凸

显佛教元素。

三、汉晋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

早期佛教信仰

佛像八凤镜将佛像作为一种流行纹样纳

入铜镜的创作之中，从侧面反映出汉晋时期

佛教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传播情况。东汉桓

灵时期，洛阳作为都城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亦是佛教传播的中心地区，安世高与支

谶曾在这里翻译佛经，桓帝“设华盖以祠浮

图”[25]。之后，支谶一系的弟子支谦为躲避东

汉末年的战乱由洛阳南下吴地，于黄武元年

（222）开始在武昌（今湖北鄂州）翻译佛典，后

至建业（今江苏南京）继续佛经翻译事业[26]。

安世高一系的弟子康僧会也于赤乌十年

（247）来到建业传教[26]。在支谦和康僧会等

人的影响下，早期佛教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得

到广泛传播，佛像八凤镜的出现，很有可能就

是受到了北方佛教南传的影响。

图像是一种向大众传教的较为通俗的手

段，由佛像八凤镜的取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

流行的佛教图像侧重于讲述佛的来历，并强

调其具有超越常人的力量，这与当时佛教的

整体发展情况是相适应的。在佛教传播之

初，需要向大众解释佛为何方神祇，而以宣扬

神异的方式传教则与当时社会流行的神仙思

想相契合，更易于被大众所接受。这一点也

可以从译经活动中得到验证。这一时期支谦

译出描述佛三十二相的《梵摩渝经》及讲述佛

生涯的《太子瑞应本起经》，康僧会翻译出集

合了各种本生故事的《六度集经》，与之相应，

社会上还出现了大量有关佛教神迹的故事和

传说，如：康僧会烧香礼拜，使铜瓶中凭空出

现舍利，铁锤击之无损[27]；黄武三年（224）在

武昌翻译《法句经》的维祇难，原本信奉异教，

被高僧神力感化转而信佛[28]；等等。

佛像八凤镜纹饰种类丰富，除佛教图案

外，还有凤鸟、瑞兽、神仙等，从部分八凤镜的

铭文来看，这些图案大多具有一定的吉祥寓

意。例如：“青龙白虎居左右。神鱼仙人赤松

子。八爵相向法古始。长宜子孙。”[29]“左龙

右虎，□福除央。……朱鸟凤皇。天神集会，

祐父宜兄。”[8]佛教图案与神仙、瑞兽等形象

混用于镜背纹饰中，彼此之间并无明显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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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差别，表明其可能只是作为一种祥瑞图案，

并不具有明显的佛教信仰内涵。

在以往的研究中，早期佛像多被认为属

于一种神佛混合的状态，体现了中国佛教传

播早期阶段的特点。但从目前资料来看，早

期使用佛教图像的器物往往并不具有明显的

宗教信仰性质，而是将佛教图像作为一种祥

瑞图案用于日常生活用品如铜镜中，这反而

从侧面体现出以神仙道教为主流信仰的汉晋

社会对早期佛教的包容。同时，作为装饰图

案的早期佛像有其固定的形态特征，表明大

众对佛像造型有一定程度的认知，并未单纯

地将其混同于神仙道教人物。因此，对中国

佛教传播早期情况的正确认识，需要将佛教

文化因素从神佛混合的状态中剥离出来，本

文所做的就是这样一种尝试。佛像八凤镜只

反映了早期佛教的一个小的侧面，今后可与

其他装饰佛教图案的器物的研究相结合，从

多种角度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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